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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良性互动的城市开发模式，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强调以公共交通站点为导向进行城市土地利用高密度开发，得到了世界上诸多国家的

认可和成功实践，并在逐渐成为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为了满足 TOD 本土化应用与实践，

亟需深入梳理 TOD 相关理论及研究案例。秉承理论和数据分析双向驱动的理念，从理论内涵、类型划分、

综合效应测度、系统优化等 4 个方面入手，系统回顾了 TOD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展，总结了 TOD 研究面

临的理论与方法挑战，形成了对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的启示，以期为制定科学有效的 TOD 规划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交通导向发展；土地利用和交通一体化；国土空间治理；空间分析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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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ing as an urban development mode tha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feedback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emphasizes the land use development surrounding the 

public transit node. Many cases across the world have showed the success of TOD and TOD has been adopted as 

policy tool for China’s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It requires a literature review to inform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OD in China. From a dual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related studies of TOD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TOD conceptualization, the typology,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review, challenges both in theory and in methodology were summarized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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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ng efficient TOD planning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land use and transport;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spati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作为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彼得·卡尔索普在步行口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交

导向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1]，希望通过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土地高密

度开发，从而实现塑造紧凑、功能多样、具有活力的社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世界各地相

继出现了诸多成功的 TOD 实践案例，如美国华盛顿交通走廊、日本东京站城一体化、丹麦

首都哥本哈根的“手指形”交通走廊等。近年来，TOD 逐渐成为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的一项

重要政策工具。2015 年，国家住建部发布了我国第一部 TOD 规划设计导则《城市轨道沿线

地区规划设计导则》，明确以轨道站点为核心，构建集约高效、人性化的城市环境和活动空

间；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将 TOD 的一些核心理念列入国家级指导意见；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以及《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均明确提出，

实施 TOD 是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步伐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外，中国粤港澳大

湾区以及诸多超大、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杭州、成都、武汉、青岛等）均将 TOD 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希望通过 TOD 规划与实践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缓解交通拥堵并提升

社区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满足 TOD 这一西方舶来政策工具在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中

的本土化应用与实践，亟需对 TOD 相关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梳理，为制定科学有效的 TOD

规划策略提供参考。 

目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均对 TOD 开展了相关研究，并逐渐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

但在 TOD 的概念范畴、理论模型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尚未达成一致。事实上，TOD 是一个

必须借助交叉学科的优势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土地资源管理、政治

学等社会科学，重视基于知识生产与人文思辨的理论机制剖析，但碍于空间数据处理和模拟

计算工具的限制，往往只能将复杂的建模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地理信息科学在利用时空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上表现出较大优势，但“唯数据论”的算法优化倾向则造成

了研究缺失理论基础的困境。因此，需要采取理论和数据分析双向驱动的研究范式，以社会

科学相关领域的理论为基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建模技术，才能实现对 TOD 的深度解析。

这一思想与当前测绘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热点方向——社会地理计算所倡导的“理论—方法

—规划应用”研究理念不谋而合[2-4]。秉承理论和数据分析双向驱动的理念（见图 1），本研

究重点阐述以下几个关键问题：（1）TOD 的理论内涵是什么？（2）科学合理划分 TOD 类

型应使用怎么样的方法？（3）如何测度 TOD 的综合效应？（4）如何优化 TOD？ 以此为

基础，形成了对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的建议和启示，以期为 TOD 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

参考。 



3 

 

 

图 1 综述的逻辑思路 

Fig.1 Logic of Literature Review 

1  TOD 的理论内涵 

1.1 TOD 的概念 

TOD 模式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最初在 1993 年由美国规划师彼得·卡

尔索普在其著作《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中系统地提出。其后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 TOD 定义作了界定，但一直没有公认的统一

表述。目前表达 TOD 的表述包括公交社区、公共友好的设计、以公共交通为支撑的发展以

及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本文总结了几种较为经典的 TOD 概念论述（见表 1）。可以看出，虽

然科学界和规划界对 TOD 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但 TOD 的目标可总结为通过将土地利用

与城市交通相结合来促进城市合理有序发展，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1）围绕公共交通站点

对周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2）强调空间紧凑、高密度发展及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3）



4 

 

进行面向步行和公共空间的设计，创建良好的出行以及人居环境；（4）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

实现与土地开发的均衡发展。 

表 1 典型的 TOD 定义和内涵概述 

Table 1 Overview of current typical TOD definitions and connotations 

学者/机构（年份） TOD 定义和内涵 

Calthorpe[1] 

 

TOD 是一种混合型的社区发展模式，以公交站点和核心商业区为中心，在半径约 600 米的范围内组织适宜于步行的

土地利用模式，最终发展为集商业、办公、居住、公共服务等一体化的功能混合区域，并提供一个良好的步行和出

行交通环境。 

Salvesen[5]  TOD 是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围绕着公交站点的混合土地利用类型和所有权的开发行为。 

Scott Lefaver[6] TOD 是在交通干道旁，也就是铁路、公车线路以及公路旁的较高密度的居住功能或者混合功能的土地开发。 

Bernick & Cervero[7] 
TOD 是布局紧凑、功能混合的社区设计模式，以公交站点为中心，在半径 500 米的范围内，鼓励社区居民以公共交

通代替私家车出行，减少环境污染。 

Robert H. Freilich（1998） 
TOD 模式强调土地的高密度开发与利用，采用土地混合利用与多样化的建设方式取代单调的土地使用形式，提高公

共交通的使用频率[8]。 

美国马里兰州交通局[9] 
TOD 模式将居住、商业、就业、公共服务等功能混合在一个大型的公共交通或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适于步行的区域，

并在该区域内具有相对较高的开发密度，允许小汽车的使用，但更注重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的设计原则。 

美国精明增长联盟[10] 
（1）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2）加强社区重建，重新开发废弃用地；（3）混合用地功能，鼓励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保护开放空间；（4）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实现城市协调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交通局[9] 
适中或更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将居住、就业、商业混合布置在一个大型的公交车站周围适于步行的范围内，鼓励步

行交通同时不排斥私人汽车。 

Parker[11] TOD 是一种与公共交通相关的土地利用策略，即社区与交通系统间的相互协调。 

美国佛罗里达州交通部[12] 一个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和汽车交通相对平衡的，可持续、经济适用和生活性较强的社区。 

1.2 TOD 的空间表现形式 

从空间的表现形式来看，城市 TOD 是一个由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以及两者交

互作用所构成的有机系统。TOD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依托的公共交通并不相同，主要包括

公交、铁路、快速公交、地铁、轻轨等交通系统。美国为混合型，包括快速公交[13]、轻轨[14]、

地铁[15]；葡萄牙[16]、瑞士[17]、荷兰[18]与比利时[19]均依托铁路；泰国曼谷主要包括地上轻轨

和地铁[20]，日本为混合型[21]，依托铁路和地铁，新加坡地铁又叫大众捷运系统，是新加坡

交通系统的支柱[22]，印度德里[23]、中国[24]和韩国[25]均是地铁。由此可见，美国作为 TOD 的

理论发源地，其发展依托的公交系统是多样化的，欧洲国家主要是铁路，亚洲国家主要依靠

地铁发展 TOD 模式。 

TOD 站点地区指的是通过乘客步行或乘车前往车站的耗时来确定的公共交通站点的服

务范围[26]，通常被定义为以站点为圆心，以一定出行距离为半径辐射的圆圈范围。卡尔索

普认为 TOD 理念建立在可步行的社区环境基础上，提出 TOD 社区空间范围为适宜居民步

行 5~10 min 的范围，即站点周围 400~800 m 范围[1]。然而国内外关于 TOD 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中，对站点地区范围的定义并不相同，未达成统一的标准。美国 TOD 模式开发设定的范

围通常是 400~800 m[27-28]，加拿大规定 400~800 m[29]，荷兰为 700 m 或 10 min 步行距离（800 

m）[18,30]，瑞士[17,31]和葡萄牙[16]均为 700 m。国内城市 TOD 研究主要借鉴国内外研究或案

例的标准作为本城市的站区范围，集中在 500~800 m 之间[4,24]。 

1.3 TOD 的衍生概念 

TOD 社区是从 TOD 理念中衍生出来的概念，是 TOD 形式和功能相结合的统一体，其

具体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最初是由 Bernick 与 Cervero 在《Transit villages in the 21st century》

中作为 TOD 的另一命名提出[7]。通常将 TOD 社区定义为基于 TOD 理论，以交通学、城市



5 

 

规划、市场经济学为理论开发形成的以公共交通站点为核心的社区[7]。TOD 社区鼓励居民

提高使用公共交通的频率，同时强调邻里单元的整合、社会的多样性、旧城的保护、公共安

全以及社区的复兴。典型的 TOD 社区一般由站点、居住空间、办公区、商业区、次级区域

等几种用地结构组成。TODness 即 TOD 度，通过评价指标定量描述 TOD 特征，对 TOD 整

体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旨在以量化指标评估 TOD 的实现状况[32]。TAD（transit adjacent 

development）即公交毗邻发展模式，靠近公交站点但并未利用邻近性来促进交通出行，在

土地用途组成、场所设计等方面均缺乏与交通功能的衔接[33]。TAD 被认为是 TOD 的“邪恶

双胞胎”[34]，并不是所有站点周边的高强度开发都是 TOD，当 TOD 未充分完全开发时，通

常会发展成为 TAD。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2004）发现，美国约 97%的车站具有 TAD 特征
[35]，Zhang 和 Lin 指出中国地铁站点周边的开发更加趋近于 TAD 模式[36]。 

2  TOD 的类型划分 

2.1 TOD 类型划分的理论机制 

TOD 类型划分的本质是对一组具有共同形态和功能特征的站点区域进行分组，以辅助

决策者制定不同类型 TOD 规划策略，降低管理复杂性，提升区域内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17]。国内外学者建立了不同依据和目标导向的 TOD 类型划分理论机制，主要包括基于 TOD

特征、基于节点—场所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基于功能以及基于 TOD 市场潜力等。 

2.1.1  基于 TOD 特征的类型划分 

此类方法主要根据站点地区建成环境的属性特征，遵循 Cervero 等学者提出的 3D、5D、

7D 等原则，通过不同的聚类方法将其划分为 TOD 与非 TOD 两种类型[37-39]。所谓 3D，是指

密度、多样性、合理的设计等典型 TOD 特征[40]。其中，密度原则是指提倡高密度的开发，

通过对土地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来促进站点地区紧凑发展，提高公共交通客流量；多样性原则

是指在站点地区及公共交通沿线混合用地功能，发展多元化的住宅类型，提升地区活力和吸

引力；合理设计是指提倡合理布局站点区域内部空间，通过合理的设计确保在高密度的发展

条件下为不同的人群提供多层次的选择，营造便捷的出行环境。5D 特征是对 3D 的扩充[41]，

增加了交通换乘距离和目的地可达性。距离原则强调站点的空间影响，对周边土地利用的有

效辐射；目的地可达性原则强调站点基于公共交通线路所形成的可达廊道范围，强调站点作

为一个节点在整个交通网络中的联通作用。7D 特征是对 5D 的扩充，增加了城市交通需求

管理[42]和高速交通服务[43-44]，城市交通需求管理包括停车供应和成本，高速交通服务原则

是指不同时间段内、不同交通系统的高频率、高速度和高容量。 

2.1.2  基于“节点—场所”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 TOD 类型划分  

1999年，Bertolini意识到TOD和非TOD两类并不能有效代表城市中不同的TOD类型，

提出了著名的节点—场所模型[30]。其中，节点表示交通站点，场所表示站点周边区域的土

地利用，其基本思想是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反馈循环[30]。根据两者反馈循环的特点，

节点—场所模型划分出五种典型的 TOD 形式：（1）平衡型，处于纺锤形中部、斜线两侧平

衡内地区，节点功能与场所功能的协同性较高且强度适中，说明两者的发展潜力均已实现；

（2）压力型，位于斜线顶部，交通设施水平与土地利用强度均较高，但很可能阻碍彼此的

发展；（3）从属型，位于斜线底部，交通与土地利用都不发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4）失

衡节点型，位于斜线上半区，交通供给过剩，土地利用发展存在一定潜力；（5）失衡场所型，

位于斜线下半区，土地过度开发，超过了当前交通容量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 

随着“节点—场所”模型的广泛应用，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其局限性，首先，模型中的

五种类型并不能充分展现 TOD 在现实中的不同表现形式[16]；其次，该模型未能揭示交通与

城市条件在功能和形态上相互作用的程度[24,45]，例如，当站点地区未能满足高密度和混合用

途分布时，功能相关性较弱，同样，当街道网络对步行和骑行不友好时，形态相关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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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指标权重在不同维度上是相等的，因此忽略了指标间差异的重要性[46]。因此，

有研究在这些局限性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一些扩展和改进。部分研究在节点—场所模型的

基础上增加或调整了指标，保留了模型的二维结构[17,21]。之后一些学者考虑到其他因素，如

面向步行和骑行友好的建成环境[24,47]等，引入了新的设计维度，如导向 [24]、城市设计[16,47]、

联系[48-49]、功能[4]等维度，将节点—场所模型扩展到三维，用于评估站点周边区域的“设计”

指数。其中，Su 等 [4]通过对节点、功能、场所进行定量测度并将其投影到三维坐标系中，

以魔方的形式直观地展现出 27 种不同的 TOD 类型。 

2.1.3  基于功能的 TOD 类型划分 

基于功能的 TOD 类型划分主要强调 TOD 的功能作用。例如，卡尔索普将 TOD 划分为

城市型 TOD 和社区型 TOD[1]，两者的差别体现在站点地区的公交服务和功能构成；Dittmar

和 Ohland [50]划分为城市中心区、郊区中心区、城市邻里区、郊区邻里区、邻里中转区和通

勤城镇中心等 TOD 类型；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将 TOD 划分为商业区、主要城市中心、

城市中心、城市社区、城市通勤中心、主要街道和特殊站点等 7 个类型；美国旧金山 BART

根据站点的区位、交通特点、步行环境和土地开发强度，将站点划分为三类：城市中心车站、

城镇附近车站、远离城镇中心车站；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依据区位特征、功能构成、开

发密度将站点地区分为四类：邻里中心型、城镇中心型、区域中心型、城市中心型；澳大利

亚昆士兰政府根据密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和商业地积比率将TOD划分为六类：城市中心TOD、

活动中心 TOD、专业活动中心 TOD、城市 TOD、郊区 TOD 和社区 TOD；Zhang 等[26]将武

汉市轨道交通 TOD 划分为住区型（城市住区型、郊区住区型）、中心型（城市中心型、片区

中心型、新城中心型）、特殊型（大型公建型、特质园区型）和交通枢纽型；我国广东省将

珠江三角洲 TOD 区域划分为区域级节点、城市级节点、片区级节点；中国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51]将轨道站点划分为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特殊控制站、端头站、一般站六类，

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站点的土地利用功能和建设强度指南。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功能的

TOD 类型划分虽可直接指导 TOD 空间规划，然而它对站点地区交通、环境、社会经济等要

素考虑不足[52]，无法在时间上量化城市结构和空间多样性，并不能全面和准确地指导 TOD

规划和优化[23]。 

2.1.4  基于地区潜力的 TOD 类型划分 

美国 TOD 研究中心提出了基于 TOD 地区发展潜力的分类方法，将站点周边房地产市

场作为站点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53]，该方法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1）地区发展现状，包

括功能混合、步行条件、强度等；（2）发展机会，包括土地机会和市场活力。该方法被用于

美国 Allegheny County 廊道站点分类[54]及 Dallas-Denver 的 Knowledge Corridor 廊道站点分

类[55]实践案例中。该分类方法能够衔接 TOD 地区的发展政策，引导公共财政投资和市场力

量，促进多方协作[52]，但其对 TOD 发展现状评价的系统性存在不足。 

2.2 TOD 类型划分的方法 

在不同的 TOD 类型划分理论基础上，学者们利用不同的聚类方法对 TOD 类型做了进

一步划分，主要包括 K-means 聚类分析[47,56]以及层次聚类分析[24,27]等无监督学习算法。此两

类算法虽可以简单有效地合并相似对象，但只能用于处理连续变量，不适用于离散变量，并

且它们无法自动确定最佳聚类数目，往往需要研究人员预先指定，尽管可以通过其他理论、

直觉或其他方式来选择最优数，但判别方式较为主观、科学性不足[57]。考虑到最佳聚类数

确定的客观性问题，减少主观因素对判断的干扰，部分研究使用潜在类别聚类分析对相似的

TOD 类型进行划分[57-58]，该方法能够根据生成的统计信息（如贝叶斯信息准则）来确定最

佳聚类数目，符合统计学规律。与 K-means 和层次聚类分析相比，该方法能够适应非标准

化变量，从而允许以原始单位解释模型输出结果。此外，该方法可以同时处理连续变量和分

类变量，但计算量较大，且依赖于局部独立性的基本假设。除此之外，Reusser 等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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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聚类分析利用统计量作为距离指标进行聚类，根据一定的统计标准（如贝叶斯信息准则、

Akaike 信息准则）自动确定最佳聚类数 [17]，可以应用于混合属性数据集（连续变量和分类

变量）。同时，与潜在类别聚类分析相比，该方法占用内存资源较小，尤其适合于大型数据

集的聚类研究，保证了算法的执行效率。为了解决多维度数据聚类问题，有研究采用自组织

映射神经网络（self-organizing map,SOM）对 TOD 进行聚类[48]，该算法是一种降维的聚

类算法，可以将高维的数据投影到节点平面上，实现高维数据可视化。与传统的聚类方法（如

K-means 和层次聚类）相比，SOM 算法具有以下三个优势：（1）不需要先验知识；（2）可

以处理多维度数据；（3）在可视化方面具有适用性。 

3  TOD 的综合效应 

3.1 TOD 的多维综合效应 

TOD 的实施与发展设计的地理过程十分复杂，并对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等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TOD 综合效应测度已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学者们通过多种方法定

量甄别了 TOD 对人类出行、经济、社会、环境、居民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人类出行

方面，部分学者基于微观调查数据探讨了 TOD 对出行选择、出行特征的影响。多数研究结

果均表明 TOD 可以有效地促进公共交通出行模式，减少私家车使用率[39,59-60]。部分学者对

此问题的探讨纳入了居民的自主选择效应，并指出与 TOD 特征相比，个人态度和居住偏好

对出行模式的影响更大[61-6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个人态度和居住选择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

行模式[63-65]，TOD 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此外，随着多源地理空间数据尤其是打铁打卡数

据的普及，让搜集海量人类出行数据成为了可能。学者们以观测出行模型为基础，使用不同

的数理建模方法，构建了诸多经验模型[66-67]，用以揭示 TOD 和人类出行的关联联系。 

经济效应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国内外多数案例证明了轨道

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值具有正面溢价效益，美国芝加哥、亚特兰大、波特兰等多个城市的实

证研究发现 TOD 促进站点周边 400~2400 m 范围的房地产价格上升约 3%~50%[68-70]，国内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溢价影响范围在站点周边 400~2000 m，溢价指数在 4%~20%之间[71-73]。

另外，少数学者探究了 TOD 对房租的影响，Renne 等[74]发现 TOD 地区的房屋租赁价格高于

非 TOD 地区；Su 等[75]的研究表明 TOD 住房的出租价格明显高于非 TOD 住房，并且在具有

更强运营能力的地铁站、休闲空间可达性高和交通选择多的邻里、地铁站与社区的协同作用

强的 TOD 环境中，房屋租赁价格更高。 

社会效应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绅士化、城市活力、城市保护等方面。其中：（1）

TOD 是否会导致附近社区的绅士化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现有研究得出了好坏参半甚

至相互矛盾的结论。部分研究发现 TOD 社区比远离交通站点的社区更容易引发绅士化现象
[76-78]，因为 TOD 住宅产生了溢价效应，导致中低收入家庭被高收入家庭所取代；然而一些

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轨道交通并不是绅士化的触发因素[79]；少数研究得到了相

互矛盾的结论[80-81]，部分案例区的 TOD 社区经历了绅士化而其他区域没有。矛盾的是，较

不富裕的居民更有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并从中受益，而较富裕的高收入居民则不太倾向于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因为他们更有可能使用私家车[82-83]，建议通过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和社会

住房，将低收入居民吸引到 TOD 地区，作为未来 TOD 更广泛的政策目标。（2）相关研究

以“节点—场所”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为基础，探究 TOD 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

强调“节点”维度[84-85]，主张交通沿线的综合交通节点可以促进城市活力，部分研究发现良

好的街道连通性为行人、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可渗透的公共区域[86]，大量研究

表明密度和土地混合多样性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84,87]。特别地，Xiao 等发现 TOD 对

城市活力具有非线性影响[85]。少数学者探究了 TOD 空间特征对城市地下空间活力的影响
[88-89]，结果显示空间结构的可达性和可视性、功能混合程度、空间布局和分布等环境变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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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地下空间活力产生影响。（3）极少数研究探讨了 TOD 与城市历史保护之间的关系，

Michailof 研究发现地铁站附近的人口密度压力可能会对历史资源保护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

响[90]，Renne 等探讨了城市保护地区发展 TOD 的机遇和挑战[91]，并提出了一些综合战略用

于保护 TOD 地区的历史建筑。 

环境效应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热岛效应、噪声、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碳排放等

方面。研究表明：（1）TOD 的某些单独属性特征（如高密度和公共交通服务）会影响热岛

效应[92-93]，而 Kamruzzaman 等发现 TOD 地区是城市的高温区，高温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增

加，TOD 地区热岛效应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非 TOD 地区[38]；（2）与非 TOD 地区相比，TOD

区域内噪声水平更高[94-95]；（3）鲜有实证研究将 TOD 与城市空气质量联系起来，Gu 等发现

轨道交通 TOD 发展水平与城市空气质量呈显著正相关[96]，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地铁站点的室

内空气污染程度远超规定值[97]；（4）TOD 对缓解交通拥堵具有正向促进作用[98-99]；（5）靠

近交通站点可以有效地缓解汽车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42,100]，特别的是，Gao 等研究发现

TOD 也有助于减少因乘坐出租车而带来的碳排放[101]。 

健康效应方面，Frank 等[102]发现 TOD 模式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基础设施可能有助于改

善社区居民体育活动；Lanza 等[103]从微观建筑环境特征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站点周边交

通环境（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连通性）和社会环境（街道上行人间的互动）的改善有利于增

加乘客量，并更多地促进体育活动；Wang 等[104]研究表明在地铁站周围的街道和自行车道上

提供充足可见的绿化可以促进自行车使用和自行车交通一体化；Kamruzzaman 等[105]指出随

着时间的推移，TOD 可以改善附近社区居民居住不和谐的态度。 

可持续发展方面，现有文献缺乏关于社会可持续性衡量的统一标准，学者们使用了不同

的概念来衡量社会可持续性，如社会资本、社会公平、社会互动、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与

安全等[106]。Kamruzzaman 等[34]从 TOD 整体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当

所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 TOD 时，会对个体之间的信任、互惠和联系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进而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但仅仅一个环境因素的改善可能会产生相反的

影响。Milan 和 Creutzig [107]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探讨了 TOD 效应，结果表明精心设计的交通

发展政策可以改善城市的社会公平性。 

3.2 TOD 综合效应的测度方法 

大部分文献基于传统的 GIS 空间数据[38-39,59]、社会经济统计数据[80-81]、问卷调查数据
[34,107]、实地调查数据[88-89]等数据形式，采用传统的回归方法（逻辑回归[39]、普通最小二乘

回归[38]、多元线性回归[101]、多层回归[74]、逐步回归[89]、泊松回归[102]等）、描述性统计[108]、

生存分析[81]、比较分析[80]等方法实现对 TOD 综合效应的测度。传统的经验统计方法往往忽

略了潜在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有研究纳入了空间回归模型[96]（如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

模型）。其他一些研究考虑到了空间依赖关系，将空间异质性纳入到建模中，采用地理加权

回归来捕捉 TOD 的影响机制[67]。在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有学者考虑到了时间依赖性[66]，

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来探索 TOD 的综合效应。然而，TOD 产生的综合影响并不是简单的

线性加权之和，而是复杂的累计、抵消和放大的非线性耦合，并且浮动车轨迹、POI、手机

信令、智能打卡、社交媒体等多源地理大数据在不断普及，数据获取变得不再困难。在这种

情况下，传统的经验统计方法表现出较多的局限性，如无法解释非线性关联、无法有效处理

多维数据、高度依赖先验知识、过度拟合等。相反地，机器学习方法在解决这些局限性方面

具有先天的优势，表现在（1）能够处理高维或多模态数据；（2）处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

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统计关系，对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建模；（3）处理多重共线性

问题和缺失值；（4）有效避免过度拟合问题；（5）无需先验假设。因此部分研究开始采用随

机森林[109-110]、梯度提升决策树[85,111]、贝叶斯网络[112]、概率决策树[113]、动态决策树[114]等

机器学习方法来分析 TOD 的综合效应，以建立更加精细和非线性的统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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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验统计模型对因果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表现在：（1）TOD 与其综合效应指

标同时发生变化，彼此相互影响，造成了联立性偏误，违背了经典 OLS 的假设（x 与回归

模型的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因此很难估计 TOD 对出行行为、房租房价等综合效应的真实影

响；（2）解释变量遗漏，某些会影响综合效应的因素没有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就会造成

TOD 与回归模型的误差项相关，从而引起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 TOD 综合效应测度的内生

性问题，有学者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37,60]、双重差分模型[79,115]、工具变量法[82,116]等方法

进行研究。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基于“反事实推断模型”的方法，一般用于对 TOD 和非 TOD

区域的某些属性进行匹配，通过实现其他影响变量完全匹配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双重差分模

型常用于政策评估效应研究，“政策效应”通常为外生项，因而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数据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通过比较 TOD 政策实施前后对照组和处理

组变化幅度的差异，即可剔除时间效应，较为准确地分析 TOD 的政策净效应。工具变量法

通过构建影响内生变量且与因变量不相关的外生性工具变量，基于诊断统计量，检验工具变

量是否满足要求，进而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破解内生性问题。 

4  TOD 优化 

4.1 TOD 优化的主题 

TOD 优化包括对线路和站点的优化以及对站点周边用地的优化，通过 TOD 优化以弥补

城市交通线路规划中的不足，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形成合理的土地开

发利用格局，促进城市交通与城市形态的协调发展，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4.1.1  TOD 线路及选址的优化   

在 TOD 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交通站点选址往往意味着 TOD 模式的核心，为城市发展

过程中的资源交流提供了便捷交通的保障。合理的线路规划和站点选址不仅可以提升居民出

行的便捷度和城市的通达性，而且可以提升城市面貌和区域价值，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 TOD 建设成本巨大，线路和选址优化要综合考虑客流集散、土地可开发强度、邻里区

域发展、城市规划协调性以及与其他交通系统接驳等问题。 

最常用的线路规划布局方法是由 Church 和 Clifford 于 1979 年提出的“四步式”方法
[117]：在拟建轨道交通系统范围内进行网格划分；依据划分评价标准对每个网格进行打分；

将每个网格的分数进行叠加，按照计算规则求出权重值；最后使用 Dijkstra 算法选出权重值

最小的路径作为最优路径。Current、Revelle 和 Cohon 对“四步式”算法进行了改进[118]，

考虑了覆盖范围以内的人口密度和数量因素，提出了“覆盖路径模型”和“次路径模型”。

Gendreau、Laporte 和 Mesa 采用逐步移动网格单元的方法，通过比较相邻网格单元的优劣生

成线路优化路径[119]；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土木系基于最小生成树的理论，运用相关分析的

方法建立车站选址模型，估算车站设置的最优数目，使得建设轨道交通线路的总费用达到最

小，解决了地铁选择放射形线路的特殊情况[120]。 

Brandeau 和 Chiu 最早开始研究选址问题，提出将潜在服务对象到达目标设施的总距离

作为优化目标，采用多指标评价的方法对多个潜在设施点进行比较[121]；Li 等[48]和 Wan[49]

以人口需求为优先考量，使用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算法进行站点选址，采用启发式路径搜索算法进行线路规划；

Zhang 等[122]在考虑居住地选择、房屋租金、交通成本和 TOD 住房供应的基础上，以利润最

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建立了 TOD 的选址优化模型；Yang 和 Song[123]基于“节

点—场所”模型和基于信息熵的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方法建立了 TOD 站点比选指标体系；Wey[124]将模糊层次分析法与

数据包络分析-保证域方法相结合，对台北市潜在地铁站点选址进行评价，从中选出最优的

站点方案；Sun[125]选择乘客出行最短时间作为阈值常数，使用 Voronoi 图构建选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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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TOD 的土地利用优化    

对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进行布局优化，关系到站点及其周边土地利用的

和谐发展，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TOD 模式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土地利用规划，主要目的是构建地铁站点周边土地利用规划的备选方案的数学模型，研

究问题包括规划用地的位置、类型和面积大小[126-127]。大量学者针对不同的场景开发了许多

土地利用优化模型，如 Dokmeci 等讨论了综合土地利用规划[127]，Lin 和 Feng 的土地利用和

网络综合规划[128]，Ridgley 和 Giambelluca 的土地利用扩展规划[129]，以及 Feng 等的交通和

资源利用综合规划等方案[130]。在土地规划模型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土地利用优化与交通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31-132]，也有部分学者探讨如何在土地规划中应用 TOD 策略[133-134]，Feng

和 Chang [135]、Kaneko 和 Fukuda [136]通过单目标规划开发了区域 TOD 土地利用功能配置模

型，该模型解决了公交乘客量最大化的问题。 

基于 TOD 的站点周边土地利用优化问题是非常复杂和动态的，往往需要考虑多个目标，

然而城市发展的各种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如客流量的增加可能会降低生活环境，无

法得到唯一的最优解。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多目标优化模型，对各个存在矛盾的目标进行合理

选优，平衡各种目标的发展，生成多种非劣的规划方案，供城市规划者因地制宜选择相应的

最优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现有研究关于土地利用优化设定的目标包括：增加公共交通客流量、

提高土地紧凑度、提高土地利用可达性、提升站点周边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土地

开发的社会公平、提高土地利用混合多样性、提高土地价值、减小污染控制和治理成本、减

小环境影响、减小土地冲突度、保证公共基础设施数量等[137-143]。 

4.2  TOD 优化的方法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布局优化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144]：（1）验算法，根据城市的

交通状况和土地发展方向，用交通规划法规划线路或线网，进行轨道交通流量预测，寻找客

流的主经线路，再通过评价确定方案的优劣；（2）正推法或解析法，主要根据城市人口、土

地资源，使用运筹学方法，反复修正建立的目标函数，正向寻求最佳路线。验算法在理论研

究与实际应用中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其中，定量分析工作集中于对客流的预测，目前

国内外城市交通需求预测理论与方法通常采用以集聚分析思想为指导，运用“四阶段”法进

行需求预测，该方法将交通发生、吸引、出行分布和出行方式划分等相关因素作为因子，建

立数学模型，通过交通网络分配来进行预测；我国城市开展的轨道交通网络的规划和调整工

作以定性分析和经验为主，轨道交通网络中初级线网的产生主要包括总量控制下的点、线、

面层次分析法和主要集散点连线、出行主经路法两种模式[145]。正推法的思想最早体现在

Church 和 Clifford 提出的四步式方法[117]，有学者改进了此算法，提出了“覆盖路径模型”

和“次路径模型”[118]。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者们分别根据人口的数量、周边土地利用情

况等因素，采用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来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119-120]，以期找到最佳的轨道交

通线路。通过正推法进行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城市现状及发展

规划、交通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等，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合理规模[146]，而后对单一线

路进行规划，确定线路的走向。一般在估算线网规模时，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146]：（1）

用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总量来估算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2）用路网密度指标来估算城市轨

道交通规模。 

TOD 站点优化主要包括优化轨道交通的站间距及站点的选址优化两方面，其中，对于

站间距的优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最优平均站间距为目标函数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

通常从乘客运行时间、运营成本、出行成本等角度出发，建立站间距优化模型来确定平均站

间距的最优值[147-148]；第二部分是对根据站点布置时应采用不同距离的设站方式进行了研究，

此类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方案（如枢纽站和其他站点、郊区站点和中心城区站点等）建立模

型，确定针对最优乘车距离的布局方案[149-150]。对于站点选址优化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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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预测分析、人口需求、出行时间、出行距离等的分析与研究，采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

对轨道交通的站点设置进行优化，定量分析的模型与方法包括多指标评价体系[121]、集合覆

盖模型[151]、DBSCAN 算法[48]、Voronoi 图[125]等方法。 

TOD 模式下土地利用优化主要对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结构以 TOD 理念进行调整，仍属于

土地利用规划范畴，土地利用优化模型一般为多目标规划模型。针对 TOD 站点周边土地利

用的多目标优化问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多目标求解和智能优化算法。

多目标求解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将多目标转化为单目标，包括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142]和灰色

规划法[143]两类常用方法。其中，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可以在约束条件以内考虑一系列的目

标而给出确定的有效解决方案，实质上是依据决策者对问题中目标的重要性判断和主观偏好，

于限制间求得合理妥协，进行目标间的恰当权衡，得到一组帕累托最优解[152]，最终由决策

者对各方利益加以权衡制定最终方案，以获得综合意义下“最优”的结果。然而，一般的线

性规划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1）一般线性规划是静态的，不能反映约束条件随时间变化

的情况，因而所得的结果往往因条件改变而失效；（2）如果规划模型中出现灰数，如约束条

件中的技术系数、约束值等为灰数，则一般线性规划难以处理；（3）由于模型技术或计算技

巧问题，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往往出现无解或无法求解的现象。针对这些局限性，有学者采用

灰色系统的思想和建模方法来解决，即灰色线性规划。该方法是一种动态的线性规划，不仅

可以得到现下条件下的最优结构，而且可以反映最优结构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灵活多变，

有众多的调整余地，可适应情况的发展变化。另外一些研究基于遗传算法、蚁群算法[153]等

智能优化算法来求解多目标问题，其中，采用的遗传算法包括免疫遗传算法[137]、启发式遗

传算法[138]、两阶段并行遗传算法[139]、混合遗传算法[140]、NSGA-II（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II）多目标优化遗传算法[49]、基于 NSGA-Ⅱ改进的多目标优化算法[141]

以及各种改进算法。 

5 展望 

5.1   面临的挑战 

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 TOD 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为深入了解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同

发展提供了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挑战需要解决。 

理论方面：（1）关于 TOD 表现形式的理论仍未统一，TOD 现在不再仅仅基于单一的交

通系统，而是涵盖多种形式的综合交通服务，这些交通服务通常具有高频率、高速度、高容

量的特征，以促进城市再生和新城市发展，未来可能纳入互联和自动驾驶、出行即服务等推

动交通模式转变的技术[154]，不同交通系统下 TOD 的差异仍存在研究空白；（2）不同政策和

经济体制下的 TOD 差异研究仍有待完善，国内外 TOD 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较大差异，西

方国家普遍关注让郊区实现更密集、紧凑的再开发，而中国则关注让原本密集的城市实现郊

区扩张，并且中国的 TOD 实践更多地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因此不同制度下的 TOD 对比也

是当下需要探讨的问题；（3）TOD 综合效应的权衡协同关系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

TOD 可以驱动经济、社会、环境、健康等各方面的变化，但所引发的综合效应之间往往相

互影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155-156]。例如，TOD 会促进房地

产的繁荣发展，但同时会引起居住隔离、绅士化、犯罪等社会问题[76,157]，亦会影响空气污

染和热岛效应[155]。目前大多数研究仅关注 TOD 对某一维度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引发的综合

效应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这种互作关系的理论发展机制亟待突破；（4）研究通常采用不同

的缓冲半径、行程距离或行程时间定义站点地区或通过格网分割 TOD 区域，不同尺度下定

义的 TOD 范围对研究结论是否存在影响仍未得到证实；以及如何理解 TOD 在不同尺度上

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 TOD 在微观尺度上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和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体城市

扩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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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面：（1）多数关于 TOD 效应的研究忽略了普遍的非线性作用和潜在的时空异质

性，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非线性建模，使得更好地捕捉建成环境和人类活动

之间的复杂关联成为可能，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和机器学习算法的结合可以将时空异质性纳

入建模；（2）如何在技术上解析不同维度 TOD 效应之间的非线性权衡—协同作用机制，并

有效解决不同维度效应权衡的空间化和高精度定量化等问题；（3）如何有效应对 TOD 尺度

效应带来结论偏差的相关技术仍需进一步发展；（4）如何定量甄别因果关系和解决内生性问

题，仍然是 TOD 综合效应测度亟需解决的问题；（5）目前研究采用的土地利用或社会人口

等数据往往存在精度不足的问题，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难以支撑最后的研究结论。同时，

面对海量的时空大数据，如何进行筛选、清洗处理和本地化建模仍是研究需要突破的技术难

点。 

5.2   对国土空间治理的启示 

作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TOD 在国内的实践研究亟需继续深化，充分汲取国内外先进

的 TOD 规划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为我国国土空间治理提供建议与启示：（1）在中国背

景下进行 TOD 实践需要置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环境之下，将 TOD 原则结合到城市交

通规划的框架之中，进一步形成一套组织架构完善的城市规划制度。TOD 在落地实施过程

中需要与不同的规划层面对接，依赖区域内各个层次的配合，协调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的各

项政策。（2）国内的 TOD 模式通常是在已建轨道交通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缺乏自然的

实验论证，即在 TOD 模式下规划的轨道交通和土地开发模式是否具有成效，后续其他城市

可以在 TOD 理念指导下综合规划交通站点，开发周边土地，在城市社区和公共空间的微观

层面持续深入 TOD 的设计理念。（3）摒弃“一刀切”的 TOD 策略，针对不同层次的问题，

关注的侧重点和具体应对措施也应有所差异。在整体城市层面，结合各个城市的发展现状，

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交通体系和土地开发模式，在交通站点层面，针对不同的 TOD 发展

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在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佳产出。（4）正确看

待 TOD 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TOD 模式可以促进公共交通出行、提升房地产价值、

提升城市活力、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居民健康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然而也可能会导致居住

隔离、绅士化、热岛效应、噪音污染以及犯罪等问题。（5）在 TOD 实施过程中纳入一些其

他方面的支持性政策，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或社会住房，实施汽车限令，吸引其

他社会经济群体（如低收入、低教育人群）成为 TOD 的受益者。总而言之，针对我国国土

国情，仍需开展大量 TOD 本土实践，综合考虑交通模式、土地利用和公共空间设计，将 TOD

理念贯彻到规划、实施和管理的整个过程中，形成一套成熟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应用

体系，在政策层面上形成从规划到实施再到评价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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